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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才对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

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对院士、杰青、博
士、硕士等发放科研项目补贴、购房补贴和收入补贴,对博士后流动站给予科研补贴以及对在站博士后给予科研

和生活补贴,对重大科研项目(团队)给予补贴,对机构引进人才给予补贴等政策对中国城市创新活力的贡献.

研究发现:第一,至少在３年内,重大科研项目(团队)补贴、院士科研项目补贴和机构引进人才补贴三种政策都

能显著地提高城市创新活力,其他人才补贴政策对中国城市创新活力没有显著影响;第二,重大科研项目(团队)
补贴、院士科研项目补贴显著地提高了实质性创新专利的占比,机构引进人才补贴对实质性创新专利的占比没

有显著的影响;第三,重大科研项目(团队)补贴、院士科研项目补贴和机构引进人才补贴三种政策,通过增强城

市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创新活力提升.本文研究为评估不同类型人才政策补贴的效果提供了有益参考,这
对于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还为理解人才政策的传导机制提供了理论探索和经验证

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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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才是创新的基础,而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建立人才优先发展保障机制等一系列最大

限度激发人才创新能力的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意
见»的指引下,我国众多城市在２０１６年后纷纷出台了人才政策,针对不同级别的人才制定了不同的项

目补贴内容和标准.那么,中国各城市人才政策的实践是否促进了城市创新活力? 同时,在各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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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补贴政策之中,哪些人才补贴政策真正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创新? 在能够有效促进城市

创新活力的人才补贴政策中,它们又是通过何种路径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创新?
回答上述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城市人才政策的针对性,优化人才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当前

已有研究讨论了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动[１]、企业创新[２][３][４]、企业生产效率[５],城市层面的创新产出的

影响及其路径[６][７][８].这些研究都发现人才政策对城市的创新以及其他层面的创新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但是,这些研究普遍将制定了人才政策的城市作为处理组,将没有人才政策的城市作为对照组,
未能有效区分不同人才补贴政策的效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的可能.例如,城市甲主要采取“重大项目

补贴”为核心的人才政策,而城市乙主要采取“博士收入补贴”为核心的人才政策.根据现有文献的研

究策略,城市甲和乙均有人才补贴政策,因此城市甲和乙都在处理组中,这导致估计出的两地人才补

贴政策效果是相同的.但当我们依据上述两种政策补贴金额的大小,把城市等分为高补贴、中补贴和

低补贴三组,然后分组统计高补贴组城市与低补贴组城市的专利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后可以发现,
如图１所示,“重大项目补贴”显著地提高了城市的专利数量,而“博士收入补贴”对城市的专利数量没

有显著的影响.这一事实说明,不同类型的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创新活力的影响效果是不一样的,只
有对不同的人才补贴政策进行分类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估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创新活力的贡献.
因此,本文试图识别出中国城市人才补贴政策中的有效政策,评估这些政策的经济效率以及厘清这些

政策的作用原理,从而为中国城市未来的人才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图１　重大项目补贴和博士收入补贴对城市专利数量的影响差异

二、文献综述

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城市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９],城市作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核心力量,不仅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出,重点城市群更是以约２０％的国土面积承载着约９０％
的创新活动[１０].因此,城市作为整个国家创新的物理或者地理载体一直是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

一些文献聚焦于人才集聚或者人才政策对创新的影响.这类研究在国内外存在明显的差异,国
外的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或者人才的集聚对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他们发现,政府通过加大基础科研

投入,促进了高素质人才集聚,进而有效提高了创新的效率[１１][１２].此外,高素质人才的流动还能够促

进知识的传播,通过溢出效应有效提升地方创新活力[１３].而国内研究得益于中国政府丰富的政策实

践,侧重研究人才引进政策对创新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人才政策提升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多

维度探讨,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直接效应研究,他们通过 DEA等方法,发现人才落户或相关政

策通过集中高素质人力资本与优化区域人力资本结构来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水平[６][７];二是政策特征

的比较分析,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补贴强度这一特征,并比较了人才门槛的高低对补贴强度的影响,
发现降低门槛才能更好地提升政策效果[２][３];三是政策内容上的差异化,部分研究关注政策文本所体

现的人才发展环境与人才生活保障等不同要素对城市创新的推动作用[８];四是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
已有研究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发现可以通过纠正人力资本错配进而提高企业创新活力[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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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引进与发展往往与当地产业结构、产业特征紧密相关,地方产业的发展是人才促进城市创

新活动的重要机制.但现有文献没有厘清人才、产业与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普遍以就业量为关键指

标测算产业集聚方式和产业结构并开展研究,将人的作用等同于产业的作用.这类研究可以大致分

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产业专业化或多样化角度出发,研究产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在理

论和实证层面均存在严重分歧.从理论研究来看,以 Marshall(１９９９)、Arrow(１９６２)和Romer(１９８６)
的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的 MAR 外部性理论,认为产业专业化更有利于创新[１４][１５][１６],而以Jacobs
(２０１２)为基础的Jacobs外部性理论,认为产业多样化更有利于创新[１７].实证研究普遍以就业数据计

算地区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多样化程度,一些研究认为专业化才能促进创新[１８][１９][２０],另一些研究认

为多样化才能促进创新[２１][２２][２３],也有研究认为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关系存在互补性或者基于前提条

件的差异展现出不同的影响[２４][２５][２６],还有研究认为二者对创新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的[２７].
其二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或禀赋结构优势出发,研究产业结构对创新的影响,其中,这类文献普遍根

据劳动就业数据度量产业结构.现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科技研发在直接和长期间接层面

可能产生抑制作用,而短期间接作用则表现为促进效应;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直接层面呈现正向

影响,但在间接层面则存在一定的负向效应[２８].另有研究强调,产业结构的资本深化有助于提升区

域创新水平,而产业要素密集度若与要素禀赋结构更为契合,则可提高发明专利在整体制造业中的比

重[２９][３０].上述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可能是因为他们将产业的集聚与人才的集聚混淆在一起,
缺乏一个关于人才的外生冲击区别出人才的作用和产业的作用.

本文的创新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相较于已有文献将有人才政策出台的城市定义为处理

组、无人才政策出台的城市定义为对照组的做法,本文对人才政策进行更为合理的分类研究.具体而

言,本文首先对各城市的人才政策进行分类,其次将每种人才政策给予补贴最高的城市定义为处理

组,将给予补贴低于最高组的城市定义为对照组,然后通过广义 DID估计了各种人才政策对城市专

利数量的贡献,最后深入讨论了估计结果的偏误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这有利于更准确地识别人才

政策的城市创新效应.第二,相较于已有文献主要从人力资本角度解释人才政策促进创新的路径和

机制,产业发展作为人才的承载主体、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以及地方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却未得到

深入的研究,本文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解释人才政策促进创新的路径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与已有文

献不同,本文采用城市优势产业这一指标来测度城市产业发展的程度.该指标的优点是,测度简单,
结果稳健,并且放宽了产业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因此有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促进本地优势

产业发展的人才政策.
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是孙鲲鹏等(２０２１)的研究[３],本文与其差别在于:第一,该文仅考察了针对博

士、硕士和本科的人才政策的效果差异,而本文还考察了针对院士、杰青、机构引才、重点项目(团队)
等人才政策的效果差异,同时我们还对人才政策的估计系数进行了估计偏误讨论和稳健性检验;第
二,该文的重点是企业创新,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城市总体创新能力,同时本文研究了人才政策提升

城市创新活力的路径和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扩展了 Mu等(２０２３)提出的包含异质个体的内生增长一般均衡模型[３１],以构建人才政策促

进创新增长的理论机制.
假设１:假设产业的初始创新数量hl 服从均值为１且方差为σ２

h 的对数正态分布,其中参数σh 测度的

是产业间初始创新数量的差异,参数σh 越大,意味着产业初始创新数量差异越大,优势产业竞争优势越大.
假设２:产业的创新数量具有异质性且满足如下方程:

Δl,t
＝

hl

μh

æ

è
ç

ö

ø
÷

ρΔ
(stΔl,t－１
＋(１－δPA)Δl,t－１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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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Δl,t
代表包含异质性和增长趋势的创新数量,参数ρΔ 代表人才补贴政策与城市优势产

业的匹配程度,参数ρΔ
越大,意味着人才补贴政策与城市优势产业的匹配程度越高.μh 代表初始创

新数量的门槛值,如果产业l的初始创新数量高于该门槛值,该产业就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积累创新数

量.δPA代表创新数量的折旧,即有一定比例的专利被淘汰.

假设３:Δt 代表包含增长趋势的同质创新数量,创新数量增长率γt＝
Δt

Δt－１
且满足如下方程:

Δt＝stΔt－１＋(１－δPA)Δt－１ (２)
根据上述三个假设,可以推导出创新数量增长率γt 与参数σh、ρΔ

、μh 之间的函数关系:

γt＋１＝f(μh)－(１－θc)ρΔe
ρΔ(１－θc)(ρΔ(１－θc)－１)σ２lnh

２

  
Ψβ

,(μh)ρΔe
(－ρΔ)(－ρΔ－１)σ２lnh

２

  
Ψγ

,Φ( ) (３)

根据公式(３),创新数量增长率是参数σh,ρΔ
,μh 的增函数① ,从而得到如下两个推论.

推论１:参数ρΔ
与创新数量增长率γt 正相关,这意味着,人才补贴政策与优势产业的匹配度越

高,城市创新活力的增长率越高,即将人才补贴政策用于促进城市的优势产业发展可以提高城市创新

活力增长率.
推论２:参数σh 与创新数量增长率γt 正相关,这意味着,产业差异越大,优势产业发展越好,城市

创新活力的增长率越高.
上述两个推论从数理层面证明了,决定一个地区创新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该地区优势产业

的发展情况,只有当人才政策吸引的人才与地方优势产业相匹配,并且能够进一步加强产业优势,才
能够激活从政策到产业发展最终激发创新活力的路径,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了检验上述理论路

径,本文将首先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人才政策对城市创新活力的直接影响,然后再分两段检验其中

的传导机制.其中,第一段继续基于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人才政策对优势产业的促进作用,第二段利

用BartikIV方法,检验优势产业是否是促进城市创新活力的原因.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１．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城市层面数据展开研究,数据来源包括: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工商注册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明细数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和２００８
年经济普查数据.本文使用Stata１７展开数据分析.

２．核心解释变量及其数据处理过程.第一,人才补贴政策类型和强度的确定.本文通过手工整

理各个地级市在«意见»提出后推出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总结出如下十三种人才补贴政策:对关

系地区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团队)补贴、对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的项目补贴、对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

的购房补贴、对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的收入补贴、对杰青及相当层次人才的项目补贴、对杰青及相当

层次人才的购房补贴、对杰青及相当层次人才的收入补贴、对博士的购房补贴、对博士的收入补贴、对
硕士的购房补贴、对硕士的收入补贴、对博士后流动站的补贴、对机构引才的补贴② .由于每种人才

政策可能还有各种细则,导致满足不同条件时补贴金额存在差异,我们统一选取了最大补贴金额.第

二,研究样本的确定.由于历年地级市面板统计数据完整性的限制,排除了三沙市、儋州市、拉萨市、
吐鲁番市、哈密市、日喀则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台湾地区的地级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本身对人才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导致

这些城市的人才补贴非常少,甚至完全没有,但是这些城市的专利数量非常高,上述矛盾的现象是由

这些城市的内生区位优势决定的,而不是外生的人才补贴政策导致的,如果将这些城市纳入研究样

本,会难以观察到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专利数量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
深圳市、厦门市以及各个省份的省会城市排除在研究样本之外,最终得到２５８个地级市的研究样本.
第三,政策执行时间以地级市文件出台年份为准,如果政策出台时间为某年的七月份及以后月份,则
政策执行时间延后一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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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被解释变量及其数据处理过程.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创新活力,分别通过城市层面的专

利总量(PATENT)和人均专利数量(PATENTA)两个变量来度量,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

明细数据.在对各地级市的专利数量进行加总时,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根据专利申请地址,将专利申

请在地级市层面加总;第二,如果授权公布日缺失,采用申请公布日替补,如果申请公布日仍然缺失,
采用专利申请日替补.关于这个处理方法的两个说明如下:一是,如果不采用申请公布日、专利申请

日替补,则样本缺失较多,影响数据准确性;二是,本文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授权公布日、申请公布日、
专利申请日三者之间的差异绝大多数样本都在半年以内,所以本文采用年度统计的数据,不会对数据

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４．工具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过程.在机制分析中,本文采用了两种方式测

量城市的优势产业,并分别采用Bartik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城市优势产业的内生性[３２].第一种方式是

采用工商注册数据测度城市优势产业,按照三位数行业代码对每个城市新增注册企业进行分类,选取

新注册企业排名前１０位的行业的新增企业总数作为城市优势产业的代理变量(Adv_busi).需要说

明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及批发和零售业占据了新增企业数量的较大比重且与创新的关系不密切,因此

将这两个行业排除在外.城市优势产业变量 Adv_busi对应的 Bartik工具变量参考 GoldsmithＧ
Pinkham 等(２０２０)的计算方法[３２],其中 Outputcj代表城市c中j行业的产出,数据来自２００８年的经

济普查数据,Exportjt代表中国j行业在t时期的出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的贸易数据③ ,计算公式如下:

Bartikadv_busi
ct ＝∑

n

j＝１

Outputcj

∑cOutputcj
×Exportjt (４)

第二种方式是采用专利数据测度城市优势产业,按照７７个学科分类对专利数量进行划分,选取

排名前１０位的学科的专利数量(Adv_patent)和人均专利数量(Adv_patenta)作为城市优势产业的代

理变量,其对应的Bartik工具变量由各个城市财政科研支出占 GDP的比重Exp_scirct乘以美国对应

年份的专利授权数量 USAPatnett得到,其中美国专利授权数量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

公式如下:

Bartikadv_patent
ct ＝Exp_scirct×USAPatnett (５)

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科研支出Exp_sci、政府科研支出占 GDP比重Exp_scir、地区生产总

值Gdp、人均生产总值Gdpa、第二产业产值占比Gdpr２比及第三产业产值占比Gdpr３,上述变量均来

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作

为本文的研究区间,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在表１中列示.
(三)计量方法的选取

１．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定义.本文将每一种人才补贴政策的补贴金额等分为高补贴、中补贴和低

补贴三组,并将高补贴城市定义为处理组,将中补贴、低补贴城市定义为对照组.本文设定处理组和

对照组的方法来源于广义DID方法[３３][３４],即根据关键解释变量的门槛值设定处理组和对照组.但

是,本文的特点在于,把中补贴城市也定义为对照组,本文这样处理的理论依据是效用最大化的劳动

迁移理论[３５],人才在做迁移决策的时候,会将每个城市给出的人才补贴金额从高到低的排序,为了追

求迁移的效用最大化,人才肯定会选择迁移到人才补贴金额最高的城市,而不会选择迁移到人才补贴

金额居中或者最低的城市.因此,相较于以中位数作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划分标准,我们将人才补贴

金额居中和最低的组作为对照组更符合理论.

２．估计方法与模型设定.本文采用DID方法检验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创新活力的影响,其对应

的计量模型为:

Outcomeit＝β０＋β１Treati×Timet＋∑
n

j＝１
βj×Ctrjit＋μi＋γt＋εit (６)

式(６)中,i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Outcomeit代表城市专利总量或者人均专利数量,Treati 代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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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才补贴政策 Treat

十三种人才政策分别按照补贴金额排序后
等分为高补贴、中补贴和低补贴三组.若某
一城市某一项人才补贴政策处于高补贴组,
则该城市处于处理组,Treat＝１

０．６９８ ０．４５８ ０ １．０００

专利总量 PATENT 城市专利申请数量(个) ４５２５．３０９ １１３６２．８０１ ６．０００ ２３２９６６．０００
人均专利 PATENTA 专利总量除以常驻人口数量(个) １０．４０３ ２０．８８３ ０．０４０ ３０５．７３０
科研支出占比 Exp_scir 政府科研支出占 GDP比例(％) ０．２４８ ０．２５５ ０ ６．３１０
政府科研支出 Exp_sci 政府科研支出(亿元) ５．６５１ １１．８４１ ０ ２３６．８６９
地区生产总值 Gdp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１１６４．９５４ １１４０．６４４ ８６．３１６ ９８２８．６１６
人均生产总值 Gdpa 人均生产总值(万元) ３．０１３ １．９４２ ０．０１１ ２２．４９４
第二产业占比 Gdpr２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４６．８５７ １１．２４７ １０．６８０ ８９．７５０
第三产业占比 Gdpr３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４１．０１７ ７４．２８８ ９．７６０ ４１３９．０００
重大项目补贴 Sub_major 根据政策文本提取的重大项目补贴(万元) ２３６１．８２３ ３３８９．２８４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机构引才补贴 Sub_insti 根据政策文本提取的机构引才补贴(万元) ２５．２４８ ６０．９４３ ０ ５００．０００
院士项目补贴 Sub_ysprog 根据政策文本提取的院士项目补贴(万元) １２７６．３９６ ３０６９．２２１ 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城市优势产业 Adv_busi
新注册企业数排名前１０的行业的新增企业
总数(个) ５０１８．０００ ７７９０．７８８ ５３．０００ １６４２４２．０００

城市优势产业 Adv_patent
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１０的专利类别的总专
利申请数量(个) １７９１．２３１ ４８７２．５４６ ２．０００ ８７２９１．０００

城市优势产业 Adv_patenta
人均专利申请排名前１０的专利类别的人均
专利申请数量(个) ４．０２３ ８．８１４ ０．００９ １２８．６４９

　　注:各市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采用对应省份 GDP平减指数折算为２０１５年的可比价格.

市发布的人才补贴金额是否位于强政策组(是＝１,否＝０),Timet 代表政策是否已经执行(是＝１,
否＝０),Ctrjit代表i城市t时间的第j个控制变量,β０ 代表截距项,β１ 与βj 代表变量的系数,μi 代表城

市固定效应,γ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误差项.除此之外,本文还进一步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了方

程(６)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如方程(７)所示:

Outcomeit＝β０＋ ∑
＋５

τ＝－５,τ≠－１
ατTreati×Timet０＋τ＋∑

n

j＝１
βj×Ctrjit＋μi＋γt＋εit (７)

本文主要选取五种估计方法:第一种为经典的 TWFE估计,该估计结果可以作为基准系数.第

二和第三种为 Callaway和SantAnna(２０２１)(下文简称 CS)和Sun和 Abraham(２０２１)(下文简称

SA)提出的估计方法[３６][３７],二者的估计原理和过程基本相同,但是当样本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时SA
估计结果更为稳健.第四种是Borusyak等(２０２１)(下文简称BJS)提出的估计方法[３８].与CS和SA
估计方法相比,BJS估计方法的优势在于使用更充足的样本进行估计,然而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对

平行趋势有更强的假定[３９],因此该估计方法可以作为 SA 和 CS估计方法的补充.第五种为 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œuille(２０２０)(下文简称dcDH)提出的估计方法[４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各种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创新活力的贡献

表２列示了估计结果,列(１)展示基准回归的结果,列(２)展示重大项目补贴政策的估计结果,列
(３)展示院士项目补贴政策的估计结果,列(４)展示机构引才补贴政策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第一,
如果不区分人才补贴政策的种类,把所有人才补贴政策的并集作为处理组,那么采取人才补贴政策确

实促进了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的增长,即提升了城市创新活力,这一结论与已有文献是一致

的.但是,这一估计结果并不能识别出人才补贴政策的创新活力激励效应到底来自哪些具体的政策,
这就需要对不同的人才补贴政策进行单独的估计.第二,重大科研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机构引

才补贴对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其他十种政策对城市专利均没有显著

的影响.本文在正文中仅列示了三种最重要政策的估计结果,其他政策的估计结果限于篇幅限制,留
存备索.第三,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的产出成本比分别为０．６６７、０．８９５和

４５．８３８,即补贴金额每增加１万元,城市专利数量分别增加０．６６７个、０．８９５个和４５．８３８个④ ,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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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引才补贴在促进城市创新活力方面经济效率最高,而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在促进城市创

新活力方面经济效率较低.
　表２ 五种方法估计得到的政策效应

至少有一项人才补贴
政策处于高补贴组

PATENT PATENTA

重大项目补贴政策

PATENT PATENTA

院士项目补贴政策

PATENT PATENTA

机构引才补贴政策

PATENT PATENTA

SA
１．１１６∗∗∗ ３．８５３∗∗∗ ２．４５９∗∗∗ １０．４３８∗∗∗ ２．８７１∗∗∗ ６．５０６∗∗∗ ２．７４０∗∗∗ ４．４６０∗∗∗

(３．８２４) (５．３５０) (６．０２２) (１２．１８７) (８．２７６) (７．３４５) (７．５２６) (４．９３１)

TWFE
１．１５１∗∗∗ ３．７９６∗∗∗ ２．８９９∗∗∗ １０．３２９∗∗∗ ２．９０６∗∗∗ ６．１５２∗∗∗ ２．７８６∗∗∗ ４．４０５∗∗∗

(３．９８４) (５．２９３) (８．２３３) (１２．２４８) (８．４３０) (７．１８６) (７．８７８) (５．０５３)

dcDH
２．５８８∗∗∗ ４．４３２∗∗∗ ４．７１２∗∗∗ ７．１８８∗∗∗ ３．８７５∗∗∗ ５．７３９∗∗∗ ３．７６４∗∗ ３．８３８∗∗

(３．５５５) (２．９５２) (４．０７４) (４．０３７) (２．６４５) (２．８４４) (２．３０９) (２．３２０)

CS
０．８９２∗ １．６２１∗ １．９８８∗∗ ５．２９５∗∗∗ ０．９０６ １．９１１ ０．９３１ １．３２１
(１．７９９) (１．６８１) (１．８４０) (２．８９８) (１．３０５) (１．０２７) (１．１６９) (０．８２６)

BJS
２．５８８∗∗∗ ６．７０４∗∗∗ ７．３２８∗∗∗ １１．０５９∗∗∗ ３．５９４∗∗∗ ６．９２４∗∗ ３．７２８∗∗∗ ４．９０７∗

(３．１５５) (３．１７１) (３．７２９) (４．０９２) (３．４９８) (２．５５６) (３．５４) (１．９１４)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N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注:当因变量是PATENT时,控制变量包括 Gdp、Exp_sci、Gdp２r和 Gdp３r;当因变量是 PATENTA 时,控制变量包括 Gdpa、
Exp_scir、Gdp２r和 Gdp３r.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专利总量在回归前除以了１０００,
因此单位为千个.

(二)平行趋势检验

图２给出了重大项目补贴政策、院士项目补贴政策和机构引才补贴政策对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

专利数量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我们发现:第一,无论采用何种估计方法,重大项目补贴政策都能

在４年内显著地促进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增长;第二,对于院士项目补贴政策,除 CS估计

结果之外,其他四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在４年内都显著,这表明院士项目补贴能够在４年内显著地促进

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增长.正如上文所述,城市样本的人才补贴金额和专利数量存在较强

的异质性,导致CS估计方法的偏误较大,可信度较低,而SA估计方法更为准确,可信度更高.因此,

CS方法的估计结果不显著,不会影响院士项目补贴系数的稳健性.第三,对于机构引才补贴政策,除

CS估计结果之外,其他四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在３年内都是显著的,这表明机构引才补贴能够在３年

内显著地促进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增长.

图２　三种人才政策提升创新活力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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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数的估计偏误讨论

１．系数的估计偏误讨论.方程(６)的估计结果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各种人才补贴政策之间是独立

不相关的.但是,事实上各种人才补贴政策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这会造成对每种人才补贴政策的估计

系数发生偏误.以重大项目补贴的估计系数为例:由于重大项目补贴与其他各种政策都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特别是与院士项目补贴、机构引才补贴之间的相关性分别达到了０．５０８和０．５４３,这意味着,
估计重大项目补贴的贡献时,其处理组中有部分样本既采取了重大项目补贴,又采取了院士项目补

贴、机构引才补贴中的部分政策,因此方程(６)估计重大项目补贴政策的贡献会受到院士项目补贴、机
构引才补贴贡献的干扰,如果后者高于前者,就会高估重大项目补贴的系数,反之亦然.因为方程(６)
中的估计系数存在偏误,所以本文需要判断如下两种情况是否存在:

第一,方程(６)是否有可能将人才补贴政策的显著的真实系数错误地估计为不显著的系数.以博

士收入补贴为例,假定:

a．博士收入补贴的真实系数πdoctor＞０;

b．其他１２种人才政策并集的估计系数πother＞０,限于篇幅限制,πother估计系数留存备索;

c．博士收入补贴与其他１２种人才补贴政策的并集的相关系数ρ＞０⑤ .
根据上述假定,在考虑了博士收入补贴与其他人才补贴政策的相关性的情况下,方程(６)估计的

博士收入补贴的估计系数π(３)
doctor＝ １－ρ( )πdoctor＋ρπother＞０.但是,本文估计得到的π(３)

doctor＝０,这就反

证了假定a不正确,因此博士收入补贴的真实系数应该等于０.上述论证表明,只要方程(６)的估计

系数等于０,那么人才补贴政策的真实系数也等于０,因此不需要对方程(６)中１０种不显著的人才补

贴政策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二,方程(６)是否有可能将人才补贴政策的不显著的真实系数错误地估计为显著的系数,下文

将采用三重差分DDD和安慰剂检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回答.

２．对估计系数显著的三种人才补贴政策进行三重差分稳健性检验.方程(６)的估计系数存在偏

误的原因是各种人才补贴政策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需要在考虑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

补贴、机构引才补贴三者之间相关性的情况下,检验它们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三重差分估计就适合

上述研究目的.如公式(８)所示,将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两两组合构建三重

差分估计,假定policy１和policy２是三种人才补贴政策中的任意两个,那么参数β１ 就是policy１和

policy２对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的共同贡献,参数β３、β４ 就分别是policy１、policy２对城市专

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的单独贡献.

Outcomeit＝β０＋β１Treatpolicy１×Treatpolicy２×Postt＋β２Treatpolicy１×Treatpolicy２

　　　　　　　＋β３Treatpolicy１×Postt＋β４Treatpolicy２×Postt＋β５Treatpolicy１

　　　　　　　＋β６Treatpolicy２＋β７Postt＋μi＋γt＋εit (８)
本文发现,在重大项目补贴与院士项目补贴组合、重大项目补贴与机构引才补贴组合以及院士项

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组合的估计中,估计系数β１ 都显著,估计系数β３ 或β４ 部分显著.这表明,在
考虑了三种人才补贴政策两两相关的情况下,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三者中的

任何两个都能共同促进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增长,但是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促进

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增长.既然只有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三者中

的任何两个组合在一起才能共同促进城市专利数量增长,那么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都
是对城市专利数量有促进作用的,这就排除了方程(６)将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

贴的不显著的真实系数估计成显著的系数的风险,即方程(６)估计的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

机构引才补贴的系数是稳健可靠的,因篇幅限制,具体结果留存备索.

３．对估计系数显著的三种人才补贴政策进行安慰剂检验.采用 DDD的优点是能够直接评

估政策组合的有效性,然而 DDD估计方法本质上是 TWFE估计,不能修正多期 DID中时期交

叠带来的估计偏误.因此,本文有必要采用能够修正时期交叠带来的偏误的 DID估计方法,进

８２１



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 DID估计方法中的安慰剂检验的思想,采用 bootstrap抽样方

法构造反事实的样本重新估计,估计的详细步骤和结果因篇幅限制留存备索.估计结果排除了

方程(６)将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的不显著的真实系数估计成显著的系

数的风险,即方程(６)估计的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的系数是稳健可

靠的.
(四)创新质量检验

为了检验人才政策对专利创新质量的影响,本文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２０１６)的做法,采用实质创

新占比测度专利创新的质量[４１].回归结果显示(如表３所示),重大项目补贴政策和院士项目补贴政

策都显著地提升了实质创新占比,而机构引才补贴政策对实质创新占比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结果表

明,与机构引才补贴政策相比,重大项目补贴政策和院士项目补贴政策更加侧重于专利的原创性创

新,创新质量更高.
　　表３　　各类人才政策的创新质量效应

重大项目
补贴政策

院士项目
补贴政策

机构引才
补贴政策

政策效应 ０．５５８∗∗∗

(２．７７９)
０．８３８∗∗∗

(４．３６０)
０．２９１
(１．２７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R２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１

　　注:(１)控制变量包括Gdpa、Exp_scir、Gdp２r和Gdp３r.
(２)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１０％、５％
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文章核心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还采用了

如下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一,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

随机因素对政策效应的干扰.第二,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为处理组城市重新匹配控制组,以减轻样本选

择偏误的影响.第三,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是,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城市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加大创

新的力度,才选择实施人才引进政策以解决相关人才

短缺问题.本文参考余明桂等(２０２４)的做法[４２],采用

比本城市GDP排名高的１０个城市中出台人才引进政

策的城市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第四,本文进一步考虑以政策申请的难易程度作为划分标准

来进行检验.用文本的长度来测度相应群体的人才政策申请的难易程度.这是因为,某类人才政策

文本越长,其政策规定就越详细,这也意味着政府对该类人才的补贴金额、绩效考核以及引才目的非常

明确,从而能够减少政府与该类人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缩小二者在谈判中的博弈空间,有效地降低了

人才政策的申请难度.由于篇幅限制,检验结果留存备索.由回归结果可知,本文的结论经过上述稳健

性检验后仍然稳健.

五、传导机制分析

上文已经检验了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创新活力的直接影响,下文进一步通过 DID方法和Bartik
工具变量方法检验人才补贴政策通过加强城市的优势产业发展进而提升城市创新活力的机制,然后

通过DSGE方法模拟上述理论机制.由于篇幅限制,理论模拟过程留存备索.
(一)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优势产业的影响

本文测量城市优势产业的变量有三个,分别采用各行业工商注册企业数量 Adv_busi、学科专利

总量 Adv_patent和学科人均专利数量 Adv_patenta作为城市优势产业的代理变量.本文使用广义

DID方法估计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优势产业三个代理变量 Adv_busi、Adv_patent和 Adv_patenta的

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本文发现,重大项目补贴、院士项目补贴和机构引才补贴均显著地促进了城

市优势产业的代理变量 Adv_busi、Adv_patent和 Adv_patenta的增长,这表明人才补贴政策确实促

进了城市优势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本文还检验了人才补贴政策是否会通过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

方式促进城市专利数量增长.具体而言,本文在排除了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之后,计算城市

各行业新注册企业数量的增长率,选取排名前１０位的行业作为该城市的新兴产业,但是估计结果并

不显著,这意味着人才补贴政策并不会促进城市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人才补贴政策并不能通过这条

路径促进城市专利数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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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种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优势产业的影响

(二)城市优势产业发展对城市专利数量的影响

城市优势产业的三个代理变量 Adv_busi、Adv_patent和 Adv_patenta存在内生性问题.于是,
本文根据如下原理选取了对应的Bartik工具变量.第一,对于城市优势产业的代理变量 Adv_busi,
本文选取中国出口数据构造其对应的Bartik工具变量,理由如下:一方面,对外贸易一直是中国经济

的“三驾马车”之一,外部贸易需求与城市优势产业有着紧密联系,所以对外贸易满足与城市优势产业

相关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主要受全球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影响,本质上不受城市

优势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对外贸易相对于城市优势产业满足外生性的要求.不仅如此,该工具变量

能满足“外生冲击”独立于城市个体特征这一要求,可消除城市潜在的混淆效应,更大程度上满足排他

性约束[４３].第二,对于城市优势产业的代理变量 Adv_patent和 Adv_patenta,本文选取美国的专利

数据构造其对应的Bartik工具变量,理由如下:一方面,中国把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美国视为技术进

步的追赶国家,所以美国的专利数据满足与中国城市优势学科专利(本文定义为城市优势产业)相关

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的专利数量主要受美国研发投入和研发人才的影响,满足外生性的要求.以

上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表４给出了基于Bartik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⑥ .根据表４可以看到,三个测量城市优势产业的

代理变量 Adv_busi、Adv_patent、Adv_patenta对城市专利总量和人均专利数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这说明城市优势产业的发展确实能够显著地提高城市的创新活力.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中国２５８个地级市的人才政策文件进行了详细整理,将各城市的人才政策归纳为对地区

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补贴、对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的项目补贴、对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的购房

补贴、对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的收入补贴、对杰青及相当层次人才的项目补贴、对杰青及相当层次人

才的购房补贴、对杰青及相当层次人才的收入补贴、对博士的购房补贴、对博士的收入补贴、对硕士的

购房补贴、对硕士的收入补贴、对博士后流动站的补贴及机构引才补贴等十三项人才补贴政策.然

后,本文将每种人才补贴政策的补贴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并等分为三组,将补贴金额最高的组定义为处

理组,将其他城市定义为对照组,然后采用广义 DID方法估计了各种人才补贴政策对城市专利总量

和人均专利数量的贡献,最后本文从城市优势产业的角度阐释了人才补贴政策促进城市创新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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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城市优势产业发展对城市创新活力的贡献

PATENTA
(１) (２)

PATENT
(３) (４)

Adv_busi ０．００１∗∗∗

(６．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２．４７８)
０．２６５∗∗∗

(３．９１８)
２．７０５∗∗∗

(４．６４９)
R２ ０．７８６ ０．５７０ ０．８８４ ０．８３６

Adv_patent
０．００３∗∗∗

(７．５０７)
０．００８∗∗∗

(３．９６０)
２．０９５∗∗∗

(１６．７５３)
３．４５８∗∗∗

(４．６６７)
R２ ０．８８６ ０．６２２ ０．９４８ ０．４８０

Adv_patenta
０．００２∗∗∗

(８．２０４)
０．００３∗∗∗

(４．０８７)
１．２５０∗∗∗

(８６．９９５)
１．２８５∗∗∗

(２６．２１１)
R２ ０．８８３ ０．５８４ ０．９２０ ０．４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注:列(１)和列(２)控制变量包括 Gdpa、Exp_scir、Gdp２r、Gdp３r;列(３)和列(４)控制变量包括 Gdp、Exp_sci、Gdp２r、Gdp３r.括号
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列(１)和列(３)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直接估计代理变量和因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列(２)和列(４)则是基于Bartik工具变量估计得到的结果.

机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有如下发现:第一,在十三种人才补贴政策中,重大科研项目(团队)补贴、
院士科研项目补贴和机构引进人才补贴,在３年内能有效地促进城市专利数量增长,即提升城市创新

活力,剩下的其他十种人才补贴政策不能显著提升城市专利数量;第二,与机构引进人才补贴相比,重
大科研项目(团队)补贴、院士科研项目补贴提高了实质创新专利的占比,创新质量更高;第三,重大科

研项目(团队)补贴、院士科研项目补贴和机构引进人才补贴政策能够促进城市优势产业的发展,进而

提升城市创新活力.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将人才政策的重点放在重大科研项

目(团队)补贴、院士科研项目补贴和机构引进人才补贴三种政策中,同时政府在制定人才补贴政策时

应当充分做好调研工作,明确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坚持引进人才与优势产业紧密联系的战略,从而最

大限度地提高人才补贴资金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和专业人才引进机构各司其职、紧密协作

是提高人才补贴资金创新促进作用的保障.政府负责宏观层面的人才政策制定,即制定人才政策需

要达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明确人才补贴的对象、层次和资金总额,确定引进人才的产业和学科

方向.人才引进机构负责微观层面的人才引进事宜,即根据政府人才政策的总体目标搜寻和联络具

体的、合适的人才和人才团队,洽谈确定人才引进的具体形式,制定具体的人才激励和考核机制,同时

负责引进人才的后勤保障措施.
最后,本文仍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文章采用专利总量或者人均专利数量来衡量城市创新活力存

在一定局限性,因为城市专利总量或者人均专利数量并不能准确反映关系到科技长远发展的基础理

论的创新和关系到国家“卡脖子技术”的重大创新,因此本文的结论与建议仅适合于提升城市整体创

新能力,而不适合于解决基础理论创新和“卡脖子技术”创新,未来可以对这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二,本文的研究区间是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研究区间不长,因此测算的人才补贴政策的产出成本比仅代

表短期政策效应.从长期来看,一个城市的创新力肯定依赖于该城市的人才和人力资本结构,只是本

文限于数据年限没有找到足够显著的证据,但是我们仍然坚信关于人才政策通过提升城市人力资本

水平从而促进城市创新活力这一路径是存在的,在这方面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Φ代表模型中的其他参数,具体推导过程因篇幅限制留存备索.
②为了行文的简洁,本文将“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简称为“院士”,将“杰青及相当层人才”简称为“杰青”,将“对关系地区发展的

重大科研项目(团队)补贴”称为“重大项目补贴”,将“对院士及相当层次人才的项目补贴”称为“院士项目补贴”,将“对机构引才补贴”
称为“机构引才补贴”.

③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DATABASE)链接:https://comtradeplus．un．org/.
④以重大项目补贴政策为例:(２．４６＋２．９＋４．７１２＋１．９８８＋７．３２８)/５×１０００个/５８１４万元＝０．６６７个/万元.
⑤将十三种人才政策视为一个整体的政策效应,其估计结果是显著的.事实上,将十三种政策中任意一个政策排除,估计剩下政

策组合的效应都是显著的,因篇幅限制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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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Bartik工具变量估计的相关检验,因篇幅限制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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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Policy,AdvantageousIndustryDevelopmentandUrbanInnovationVitality
MUJunlin　YANLipeng

(SchoolofLaborEconomics,Capital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ness,Beijing１０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Thereportofthe２０th 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explicitly
statesthattalentconstitutesafundamentalandstrategicpillarinachievingsocialistmodernization．
Howtobetterleveragetheroleoftalentinfosteringinnovationvitalityisapressingissuethatneeds
tobeaddressed．Utilizinga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sapproach,thisstudyevaluatesthecontribution
ofvariouspoliciesＧincludingprovidingresearchprojectsubsidies,housingsubsidies,andincome
subsidiesforacademicians,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doctoralandmaster＇sdegreeholders;ofＧ
feringresearchsubsidiesforpostdoctoralresearchstationsalongwithresearchandlivingsubsidies
forinＧstationpostdoctoralfellows;grantingsubsidiestomajorresearchprojects(teams);andalloＧ
catingsubsidiesforinstitutionsintroducingtalentＧtoinnovationvitalityinChinesecities．ThefindＧ
ingsrevealthat,first,overaperiodofatleastthreeyears,majorresearchproject(team)subsiＧ
dies,academicianresearchprojectsubsidies,andinstitutionＧbasedtalentintroductionsubsidiessigＧ
nificantlyenhanceurbaninnovationvitality,whereasothertalentsubsidypoliciesdonotexerta
markedeffect．Second,majorresearchproject(team)subsidiesandacademicianresearchproject
subsidiesnotablyincreasetheproportionofsubstantiveinnovativepatents,whereasinstitutionＧ
basedtalentintroductionsubsidiesshownosignificantimpactonthatproportion．Third,thesethree
typesofsubsidiespromoteincreasesininnovationvitalitybystrengtheningthedevelopmenttrajecＧ
toryofcities＇advantageousindustries．Thisstudyprovidesavaluablereferenceforassessingthe
effectsofdifferenttypesoftalentpolicysubsidies,whichcarriesimportantimplicationsforimproＧ
vingtheefficiencyofgovernmentfunding．Furthermore,itoffersempiricalevidenceandtheoretical
insightsintothetransmissionmechanismsoftalentpoliciesandpresentsareferenceframeworkfor
subsequentresearch．
Keywords:TalentPolicy;TalentSubsidies;UrbanAdvantageousIndustry;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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